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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理钩玄

辛　尘

内容提要：印理，亦即篆刻艺术原理，是篆刻艺术学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理论。作为对印

理的初步探讨，本文不是在构建完整的印理理论体系，而是基于对篆刻史、篆刻创造、篆刻批评诸

方面研究的反思，扒剔出具有印理性质、处于原理层面的印学概念和范畴，包括印式、印中求印、

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印品五个方面，加以简要的界定和分析，并且揭明它们的真实含义及其间的

逻辑关联，以期勾画出篆刻艺术原理的大致轮廓，为篆刻艺术学学科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篆刻艺术原理　印式　印中求印　印从书出　印外求印　印品

一、引言：建立印理理论的必要性

20世纪90年代，李刚田先生和马士达先生曾主编《篆刻学》，不同于邓散木先生编写的作为篆

刻知识普及的《篆刻学》，它是参照此前陈振濂先生主编的《书法学》，着眼于现代教育篆刻艺术

学科的建设而构建的学科知识体系，包括篆刻风格史、篆刻理论史、篆刻美学、篆刻技法、篆刻创

作原理、篆刻赏评和篆刻教育诸多分支学科理论。可以说，这是继明清印论之后为适应篆刻艺术的

当代发展而作出的重要努力。

二十年后反思这一学科理论框架，发现其中缺少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学科，即“篆刻艺术原

理”。为什么这样说？作为现代教育的学科，必须有一个最基础、最本质也最精要的原理。篆刻艺

术原理必须是从各分支理论中抽绎出来的完整的范畴体系，它不仅是篆刻艺术学学科理论的总纲，

更是篆刻艺术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思维方式。如果将整部《篆刻学》作为原理，不仅内容庞杂，而且

各分支学科理论之间也缺少明晰的逻辑关联；如果以其中的“篆刻美学”代替篆刻艺术原理，则又

不免飘忽，难以作为其他各分支学科共同的理论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尝试梳理篆刻艺术原理的基本思路，简名曰“印理钩玄”。印理指

的是篆刻艺术原理，钩玄则是从篆刻史、篆刻创造、篆刻批评中抽绎、梳理出篆刻艺术原理的基本

概念、范畴，并对这些概念、范畴的含义及其逻辑结构作简要的分析考察。

艺术学原理以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及其社会价值的实现为研究的原点和中心。作为门类艺术学

原理，印理也应以篆刻家的篆刻艺术创造及其社会价值的实现为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显然，印理

是篆刻创作、篆刻批评等应用分支学科理论的思想基础。它存在于篆刻史（包括篆刻艺术创造与观

念发展的历史）之中，但与篆刻史有着显著的区别：篆刻史以特定的时序展开叙事，印理则是以概

念、范畴及其间的逻辑关联来构造体系；篆刻史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印理讲究推演的合逻辑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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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篆刻史的历史叙事中，产生、包孕着印理的所有概念和范畴，印理的基本观点和思想也必须在

篆刻史中得到印证和支撑，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印理中的具体体现。

印理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并且在不同的篆刻艺术学家那里会有不同的阐发。作为对印理的

初步探讨，本文无意在万言篇幅里构建完整的印理理论，更不会自认为这是唯一的印理体系，而是

基于对篆刻史的反思，从既有的篆刻艺术学各分支学科理论研究中扒剔出具有印理性质、处于原理

层面的印学概念和范畴，包括印式、印中求印、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印品五个方面，加以简要的

界定和分析，并且揭明它们的真实含义及其间的逻辑关联，以期勾画出篆刻艺术原理的大致轮廓，

为篆刻艺术学学科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印式：印理的核心概念和篆刻的形式规定

“印式”这一概念是宋元时期文人艺术家提出的，首先出现在作为金石学金石图录组成部分的

集古印谱上，继而出现在以古代印章作为当下文人士大夫私印范本的印谱和谈论中。可见，印式的

本义是古代印章的样式，同时也是今人篆刻的范式。在这个意义上，印式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文人

篆刻作为一个自觉的艺术门类的形成。因为印式所指不是所见古代印章的全部，而是文人士大夫基

于艺术立场的一种对古代印章的自觉选择。印式一旦确立，文人士大夫的私印制作便不再仅仅简单

地遵循实用印章的一般原则，也不单纯为艺术而完全模拟古代印式，而是以印式为形式依据，在

实用与艺术之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轨道。随着人们对印式认识的加深，对印式模仿的加深，

印式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地深化、细化。甚至可以说，宋元以来的篆刻艺术史，无非是印式

概念的生成和发展史，是人们对印式的模仿、转换和活用的历史。总而言之，印式培育了所有印

人、用印人及赏印人的审美眼光，成就了作为独特的门类艺术的篆刻，成为篆刻艺术形式创造的

根本依据。

印式，是可以用作篆刻艺术形式典范的古代实用印章的总称。从印章起源看，印式源起于上

古时期的族徽，演化为一种防伪的权证和避趋的配饰。古玺印本具的实用性和文字徽标性，一方面

决定了印式的基本形制，尤其是印面的阴阳二仪（阴文者多用于钤印，阳文者多用于佩戴）；另一

方面也决定了印式的三大类样式，即先民团聚印文、设计印面的三种思维模式：图案意识、字行意

识、字格意识（古代玺印沿循着实用的发展方向从以图案意识为主转向以字行意识为主，再转向以

字格意识为主，而无论如何变化，图案意识为其根本）。印式的二仪三式，加之印用文字的历史演

进和印章制作工艺的历史变迁，决定了它作为篆刻艺术范式的巨大丰富性。印式的方寸之间气象

万千，为篆刻艺术发展成为一个门类艺术提供了前提条件，是篆刻艺术形式具有无限变化可能的潜

在基础。宋元明清篆刻艺术的发展，正是基于印式的阴阳二仪，从以字格意识为主的印式入手，逐

渐转向篆刻形式的图案意识的过程。

在篆刻艺术发展演进的这一过程中，印式概念本身的外延，也从隋唐印式（阳文）、秦汉印

式（阴文）扩展到先秦古玺印式（阴文、阳文），从精致整饬的规范形式扩展到急就、粗制滥造以

及腐蚀斑驳的非规范形式，甚至从古代印章本身扩展到非印章的古代金石砖瓦文字遗物，由此形成

各种子印式。而无论其外延如何扩展，印式作为以文字为大宗的（肖形只是附属）小型徽章工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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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二仪三式早已融化在篆刻家的艺术理念之中，融化为篆刻艺术的固有形式，成为篆刻艺术门

类的形式疆界。

三、印中求印：篆刻形式语言生成及其分析

所谓“印中求印”，前一个印字指印式，后一个印字指篆刻，即在印式中寻求篆刻的形式语

言，在模仿印式中建立篆刻艺术。这是篆刻史的初始形态，是个体学习篆刻艺术的初级阶段，也是

印式概念最直接的逻辑展开。

原初的印式是一个含混的整体形象及其品性，即赵孟頫所说的“典型质朴之意”，是文人士大

夫对所见到的古代实用印章的整体印象。正因为有此印象，好古的文人士大夫才选择古代印章作为

自用印效法的范式，既适用又区别于流俗。而一旦进入了对印式的学习和模仿，印式概念便获得了

分析性的意涵。也就是说，从篆刻艺术的角度看，印式作为古代印章的样式，包含了用字、设计、

书写、制作等方面；而作为篆刻必须遵从的范式，印式则包含了字法、章法、篆法和刻制法——篆

刻艺术的形式语言由此生成。

所谓字法，本质上是指印式的用字方式和惯例。在模仿古代印章的过程中，吾人首先需要解决

的问题，是对其早已脱离日常实用领域的古文字的学习，不仅需要模仿古印，更需要置换其印文。

同为篆体，古代实用印章在不同历史时期用字不同，也就是说，印式中的各子印式均有其特定的用

字方式和惯例（先秦古玺印式用各诸侯国文字，秦印印式用摹印篆，汉印印式用缪篆，隋唐印印式

用小篆）。人们选择以某种子印式为自己篆刻的范式，就必须遵从其用字惯例，表面看来这似乎是

仿古者的迂腐，而其深层的原因则是，特定的字法乃是特定子印式整体风貌形成的根基。正因为如

此，人们不再满足于《说文》，而是热衷于从古代印章中分类整理其用字，编纂各类印用古文字字

书——这是篆刻字法的本意。

所谓章法，是指对印式中印面设计方式的总结与遵从。吾人对古印式的研究，是从字格意识

的子印式开始（包括秦汉印印式与隋唐印印式），因而关注的焦点一是印面字格中印文识读次序或

行款方式（这主要依据印式的惯例）；一是字、行间距的松紧及其与字内笔画、间距的协调，印文

与印面边界的关系（这主要来自于人们对印式的感官经验）。如果说前者主要基于实用，后者则是

一种艺术的考量，因为无论是字格意识还是字行意识，都以图案意识为根，都以族徽为原型；字格

意识印式的印面设计，不同于碑刻的字格均分，而更讲究印文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图案结构的整体

性。印面文字团聚构成的三种基本样式在历史性的展开中既有变化，又相继承：隋唐印印式来自于

汉印印式，汉印印式来自于秦印印式，秦印印式又来自于先秦古玺印式，也就是说，印式中三大类

印面设计方式有其内在关联性。就古代印章自身的历史演进而言，印面设计以图案意识逐渐走向简

明的字行意识，进而走向更整饬的字格意识；而从篆刻章法的生成和发展看，它又以质朴的字格意

识为根基，逐渐走向松活的字行意识，进而走向更灵动整体的图案意识。

所谓篆法，是指与特定子印式相匹配的特定篆字书体的书写方式。按照元人的研究，白文宗

汉，汉缪篆的书写方法与隶书笔法相通；朱文法唐，隋唐官印摹印篆的书写方法与小篆笔法一致。

这就是说，篆刻的篆法在本质上是对印式印文书写方式的推测，和对其经过制作工艺之后的笔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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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模仿。其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作为对印式印文书写方式的臆测，篆法的水平直接取决于

篆体书艺的水平，而在篆体书艺不发达的时代，甚至刻制者都不知篆书为何物，篆刻的篆法，只能

沦为描法而非笔法；另一方面，描摹印式印文也存在着是模仿其原初的书写形态，还是模仿其制作

之后乃至腐蚀斑驳的形态，前者倾向于表现书写的笔意，后者倾向于再现印面视觉效果的质感。在

篆刻艺术形成发展初期，对印式篆文书写的模仿，常常与字法混为一谈，笼统视为篆法，这实在是

因为篆刻艺术所赖以生存的篆隶书法在当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所谓刻制法，当然也是指对古代印章印面制作效果的模仿。制作法有两个基点，一是在篆与刻

分离阶段，刻工的传统雕刻工艺对文人艺术家篆法意图的实现；一是在篆与刻合为一体之后，印人

对古代印章制作效果的直接模仿与转换。前者是刻工透过文人艺术家的理解，对印式制作效果的间

接模仿，但它有自己本来的刻制技术套路；后者作为对印式制作效果的直接模仿，并无一定之规，

甚至无法可依，除了需要适当参照刻工的传统雕刻技艺之外，往往掺杂运用摇、掷、敲、磨等等

“做旧”手段。正是在这两方面的磨合中，在石质印材普及应用之后，一套属于篆刻艺术特有的技

法语言——刀法——逐渐形成并完善。在篆法尚未得到充分发展阶段，模仿和转换印式的印面效果

主要依靠刀法来完成和完善，故而，刀法胜过篆法；而当篆法得到较为充分发展之后，刀法便成了

对篆法的传达和完成，故而，篆法统帅刀法。

上述四个方面，是篆刻艺术形式语言的生成，也是印式概念初步的分析性展开。篆刻作为一个

门类艺术，离不开字法、章法和刀法的支撑，亦即离不开对印式模仿的支撑，这是篆刻艺术的基本

法则，是每一位篆刻家个体必须遵守的共同法则。

四、印从书出：书法在篆刻中的地位及篆刻文人化提升

篆刻形式语言的形成，既来自于对印式的模仿，同时又是对印式的转换，即根据新的要求，

运用新的材料、工具和方法，创造出与古印式具有相同或近似审美趣味的篆刻作品。它已然跳出了

原本意义上的古代实用印章的范畴，向文人艺术迈进。但从元明时期篆刻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印中

求印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以刀刻石的仿古技术方面，更多地倾向于制作工艺。而依据对古印印面

视觉经验和理解来用刀，其篆刻艺术效果主要取决于印人对古印的熟悉程度和体验深度；如果对古

印缺少深入体验，则用刀无由，往往落入为刀而刀或遵循某种刀法套路用刀的窠臼，因而，还不能

被视为真正的文人艺术（这或许是当时众多文人雅士对篆刻采取好而不专甚至述而不作态度的原

因）。换言之，篆刻要从对印式单纯的工艺性模仿提升为真正的文人艺术，必须借助于书法，通过

特别强调印文书写的书法性及其在篆刻形式语言中的核心地位、统帅作用，赋予篆刻以显著的文人

品位，以对书法笔法的体验决定用刀方式，从而拉开作为艺术的篆刻与作为古代实用印章的印式的

距离，更拉开作为文人艺术的篆刻与作为一般印工工艺性模仿古印之间的距离。这就是清代人总结

出来的“印从书出”。

所谓印从书出，即篆刻家需借助于书法而形成完美的形式和独特的风格。这不应被视为是对

某一篆刻家个人创作经验的总结，而是篆刻艺术努力实现文人化、实现对古印式更大幅度转换的必

由之路。这里所说的书法，当然首先是指篆隶书法。早期参与模仿古印式的文人艺术家们并非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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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篆隶书法对篆刻创作的重要性，但一方面，当时的篆隶书法水平普遍不高，难以对印稿书写的

笔法提出高要求；另一方面，篆刻的印面太小，模仿古印式写篆如同初学书法者从临习小楷入手一

样，难以深入体验篆隶书写的笔法。所以，他们更多关注篆刻的字法（印文篆字的正确性），而非

篆法（印文篆字书写的笔法）。也正因为如此，早期印中求印的骨干力量多为精于刻制刀法的匠

人；在不知（或无力）深究篆隶书法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最终只能走向炫奇斗巧卖弄刀法的歧途。

强调篆刻家必须注重篆隶书法的研习，有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即古代实用印章之所以高妙，

能够成为后世景仰、追摹的印式，最重要的原因（亦为后代印人最缺少的条件）是当时社会以篆隶

作为通行的实用书写文字，故而，古代实用印章的设计者，无不字法精熟、笔法谙练，篆印驾轻就

熟，既合规矩，又生动自然，这是后世那些勉强能不写错字的印人所难以企及的。也就是说，印从

书出不仅是在强调篆刻的书法性，为文人艺术家主导篆刻鸣锣开道，而且准确地抓住了一般印匠在

篆刻创作上的短处与弊端，揭示出印中求印难以深入的病根所在。事实上，清中叶篆隶书法一旦取

得突破性进展，篆刻艺术便如逢甘霖，从此长足发展。

从印理的角度看，印从书出有两层含义。首先，篆刻家必须是精于篆隶的书法家。篆隶，尤

其是篆书，随着清代碑学的兴起，不再仅仅是古文字学问，更是书法艺术，甚至是更为根本、更为

基础的书法艺术。深入研究篆隶笔法，研究篆隶用笔的起收、转折、提按的变化及对其笔势、体势

的驾驭，是篆刻家印中求印从宏观模仿走向微观深化的前提条件。丁敬精研隶书，其模仿汉印取得

了重大进展，从而开创浙派；邓石如力学篆书，其模仿圆朱文终有突破，为众多印人所效法。这两

家都凭借着自己的篆隶书法艺术成就来改造和加深对印式的模仿，他们不仅以其娴熟的篆隶笔法来

写印，而且以运笔的体验选择相宜的刀法，丁敬以切刀来表现汉碑的斑驳和他用笔的细微波动，邓

石如以冲刀表现其篆书刚劲而又婀娜的用笔。这两家的“以刀代笔”建立在篆隶书法的基础上，绝

非盲目逞刀的以刀取代笔，而是真正实践了前贤所提出的“以刀法传笔法”“刀笔浑融”。由此可

见，印从书出的第一要义，是以精深的篆隶书法造诣来写印，并且以篆隶书法的笔法来决定篆刻刀

法的选用。如此，在体验古印印面效果的基础上，篆刻家更增添了以笔法带动刀法的自主性。

进而言之，印从书出更有一种以风格化的篆隶书法来成就独特的篆刻风格的含义，这几乎是

晚清近代所有卓有建树的篆刻家们的自觉选择。篆刻家研创篆隶书法风格，不仅需要摹古的品味与

功力，更需要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特别的笔法，并且善于将其印化为篆刻的篆法与刀法。篆隶书法

风格的形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书法家常规进学路径，即在深入学习既有的篆隶书法的基础上不

断增加己意，实现笔法与风格的自然蜕变，例如，同样是写小篆，或同样是写金文、石鼓文，不同

的人可以写出不同的风格，并将其带入篆刻，以此形成不同的篆刻风格；一是金石学者的捷径，即

在人们常见的篆隶“标准体”之外寻求古代“陌生化”的文字样式，通过书写此类不常见的篆隶文

字摸索出特殊的笔法，例如避开秦、汉、隋、唐印式所常用的摹印篆、缪篆、小篆，在甲骨文、汉

篆及其他种种后出土发现的古文字书写上下功夫，由此形成特殊的篆刻风格。这两个途径，前者主

要依靠篆刻家的书法成就，是按照书法风格形成的自身规律来完成篆隶书风的创造，因而是最为典

型的（或狭义的）“印从书出”；而后者主要依靠篆刻家的见多识广、独具慧眼，能够从别人未曾

见或视而不见的古文字遗迹中寻找和发现篆刻的生路，它通常被认为是“印外求印”，即从印式之

外寻求篆刻变化的途径。实际上，印从书出就是广义的印外求印。而狭义的印外求印与狭义的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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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的区别在于：从创造篆隶书法风格入手，形成篆刻风格，是为印从书出；而直接从篆刻字法和

篆法入手，借助陌生化的古文字样式来创造篆刻风格，是应归于印外求印。无论是以何种途径形成

篆隶书法风格，将其带入篆刻创作并形成独特的印风，都必须找到与独特的笔法相适应的独特的刀

法，以独特的刀法表现独特的篆隶笔法，形成独特的篆刻风格。这是印从书出的更高要求。

既然印从书出强调的是篆刻与书法的关系，强调书法在篆刻创作中的核心地位，篆刻家便不能

不考虑篆刻如何表现与书法笔法紧密相关的墨法这一问题。书法艺术笔以墨见、墨以笔立，二者不

可分割。因而，作为印从书出范畴的逻辑展开，书法之墨在篆刻中也必须有充分的表现。如果说在

书法中笔是筋、是骨，墨是血、是肉，笔裹于墨而饱满，墨因有笔而劲健，而书法点画的皮相又是

笔锋杀墨之处，那么，同样的道理体现在篆刻之中，便是刀与石的关系，刀就是笔、石即是墨，以

刀刻石、石破形生。概言之，篆刻中的书法笔墨表现，本质上即是刀石关系及其视觉效果。

篆刻以刀石表现书法笔墨，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以刀刻石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印稿书写的墨

韵，精心描刻以保存印稿的墨影。但这样的刻制往往流于碑版刻字式的对书丹的简单摹拟，而缺少

篆刻艺术所应有的独特表现方法。另一种则是以刀的果敢、肯定表现笔力，以用刀刻石的深浅、轻

重和石材质地的松紧、粗细表现墨的变化，更以锋刃或刀背破石之处表现点画皮相，这是更具篆刻

艺术特征的笔墨表现手法。而印从书出所要求的笔墨表现正是上述二者的统一：以篆刻的刀石转换

书法的笔墨，又以书法的笔墨规约篆刻的刀石。

五、印外求印：篆刻艺术形式的张力及其对印式规定的游离

无论是从篆刻艺术发展史的角度看，抑或从篆刻艺术原理的逻辑推演看，印从书出的本意都不

是要摆脱印式对篆刻艺术形式创造的制约，而是借助篆隶书法的研练改善篆印的笔法，以此深化和

提高印中求印。然而，当篆刻家一旦形成自己的篆隶书法风格，并带入篆刻形成自己独特的印风，

就必然会在模仿古印式的过程中越来越凸显自己的主观发挥，而逐渐淡化古印式的客观规定，并会

造成对古印式的游离。正因为如此，印从书出应当被视为广义的“印外求印”，即不局限于仅仅通

过模仿古印式，在印式规定的范围内寻求适当的变通（严格说来，这样的篆刻创作相当于仿作），

或者仅仅通过变化刀法实现印风的个性化，而是求助于狭义的印式之“外”的书法（毕竟书法是文

人艺术，而印章制作是工匠所长）；而且，个性化的篆隶书法用于篆刻，的确有利于造成篆刻的新

面貌。所以，印从书出乃是篆刻艺术从印中求印走向印外求印的桥梁，是在印式之外寻求篆刻变化

合乎逻辑的第一步。

促成篆刻由印中求印走向印外求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篆刻史的具体情况而言，其中有流派

竞争的需要，有书画艺术努力求变的刺激，有印从书出的引领，更有金石学发展带来的新资料、新

启发，如此等等；而归根结底，则是参与其中的文人艺术家不甘于简单模仿，要通过篆刻这种艺术

形式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情感、趣尚、才学和充沛的创造力。文人艺术家既不满足于完完全全地

遵循印式规范作工匠式的仿古，也不会全然不顾印式的框架任由自己天马行空随意发挥——这种对

于印式不即不离的态度，驱使他们在印式之外寻求篆刻的艺术滋养。抬起头来，看向印式之外，新

的资料、新的启示、新的理念，在在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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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印从书出之后，印外求印的主要涉猎范围，首先是金石学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古文字样式，

包括彝鼎甲骨、诏版权量、泉币镜铭、古陶砖瓦、碑版石刻等等，或取其特殊字形，或参其用笔笔

趣，以此取代常规的缪篆、摹印篆（如前所述，这其中有一部分被视为广义的印从书出），从字法

上翻新汉印、圆朱文印式。古玺印式在此际被确认为最古老的印式，其意义绝不仅限于大大拓宽了

印中求印的取法范围，更重要的是，先秦古玺的章法形式既有类似于秦汉印式、隋唐印式相对整饬

的字格结构，又有松活的字行结构和灵变的图案结构。这种貌似新颖实则原始的章法形式，为印外

求印的印从书出、用字变通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使篆印的书法笔法的发挥、各种古文字的运用更为

自由、更为合理。

笔法可变、字法可变、章法可变，印文内容及字数亦无不可变，在古印式种种规定逐渐松动的

过程中，绘画理念和图案设计意识也自然进入篆刻创作，并获得了越来越显著的表现，这是印外求

印的又一进展，是印外求印范畴的另一层含义。所谓绘画理念，主要是指文人在画面虚实、轻重、

繁简、疏密诸多关系的处理原则和变通方式，它被带入到篆刻创作中，进一步淡化了实用印章对印

文规范、明晰、完整的要求，而将篆刻家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印面的艺术趣味。也就是说，在绘画

理念介入之后，篆刻进一步脱离了其早期作为文人自用私印的实用范畴，而更趋向视觉艺术创作。

篆刻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印文的明晰度和完整性为代价，采用并笔、残破、缺损等各种手

法，造成印文点画组合、结构的画理变化。所谓图案设计意识，原本是上古玺印与生俱来的特性之

一，只不过长期以来被具有显著字格特征的秦汉隋唐印式所取代。而在印外求印的驱动下，这种图

案设计意识再次被唤醒和强化，并加入了新的图标设计的趣味，根据印文设计图案，依据图案变化

印文，将印文篆字美术字化。应当说，上述这两种印外求印，虽各有侧重，但属于同一大类，都是

篆刻艺术的美术化。

书法有工稳与率性之分，绘画有工笔和写意之别，而文人艺术又偏好率性写意，因而，印从书

出、印参画理使得篆刻越来越多重书写、布置和用刀的恣情肆性。这当然与碑学的发展、书法审美

趋势的改变密切相关，如同晚清近代碑派书家取法“穷乡儿女造像”一样，篆刻家们也多有取法古

代实用印章及其他古物铭文中草率、急就者——在本质上，这是从艺术审美理想的改变中寻求篆刻

变化，是印外求印的深化。古代实用印章是权信之物，故以工稳为尚，印中求印力图回复“汉魏典

型质朴之意”，以改善文人私印、书画款印和鉴藏印，仍带有权信的性质。所以，元明清以来，篆

刻遵从古印式，也以工稳为主。而晚清近现代篆刻，越来越多重率性写意，应被视为在印外求印的

驱动下对印式规范的偏离，或可称为印从观念出。

综上所述，印外求印的基础是篆刻家综合性的艺术修养，即在印外求印的框架中，篆刻家不可

能再像早期印中求印的印人们那样仅仅擅长刻印，而必须同时还是书法家、画家，甚至兼具诗人、

学者的素质；印外求印的篆刻艺术成就高低与其作者的综合艺术修养和造诣成正比。晚清、近现代

卓有成就的印外求印的篆刻家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充分展现了印外求印发展的潜力和艺术的魅力。

六、印品：篆刻艺术观念的集中体现及形式规定

从宋元人确立印式观念，经过印中求印、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逐层展开，篆刻艺术的形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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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创作模式基本完成。就印理体系而言，这也是篆刻艺术原理诸概念、诸范畴逐层推演、逐渐展

开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印品及其体系的逐渐形成和不断深化。这里所谓的“印品”，乃是

一个复合的范畴，包括对古印式的鉴赏，对篆刻家、对篆刻作品的评价，对篆刻风格的辨别、确认

和对流派得失的评议，乃至对篆刻创作宜与忌、得与失的分析比较等等。如果说篆刻的形式语言和

创作模式都有其感性、物化的形态，那么，印品便是理性的、观念的。有人把印品归结为篆刻美学

思想，这不无道理，因为其中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篆刻艺术美学思想；但印品比美学更贴近篆刻

艺术实践，它基于当时的学术思想与文艺理念，从众多篆刻家的艺术实践中总结提炼得来，又反过

来干预、制约着篆刻家个体的艺术创造，具有更显著的实践性。本质上，印品更主要是篆刻艺术的

学理，既为篆刻品评提供框架和标准，也是篆刻家从事艺术创作的追求目标和指南，因而是印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

说印品观念与篆刻艺术形式的生成相伴随，即意味着印品具有历史性。换言之，印品不是一成

不变的，它虽然可以被浓缩为“神妙能”之类的品第，但其相同或相近的品第名称背后，在篆刻艺

术形式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和导向，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文人艺术家从汉印、隋唐印

中领略到“典型质朴”之意，以此为标准，遴选古代实用印章遗物，其实就是在当时文人艺术家眼

中，并非所有的古代实用印章都可以成为印式，而只有符合典型质朴这一标准者方可成为印式。所

以，在这样的印品标准下，许多古代实用印章（包括不可辨识者、草率急就者、巧饰繁缛者等等）

在很长的时间里均被排斥在印式之外，深刻地影响着早期印中求印的取法范围，是元明时期篆刻面

目的主要成因。

在印中求印阶段，印品最重要也是最切实的标准，便是将篆刻作品混杂于遗存下来的古代实用

印章之中，而难以辨别，这在当时是恰当的。如前所说，印中求印本质上就是模仿古印的仿作，而

判断仿作水平高低当然应以其与原作的相似度（包括形似与神似两个维度）为主要标准。此外，印

中求印的印品还包括对不同篆刻风格倾向的确认，即所谓“印格”的划分与界定，这种风格倾向与

刀法的独特性直接相关，根源于印人对印式中所包含的不同风格类型的体认和偏爱。由于风格体认

与偏好见仁见智，难以评价高低，因而，印中求印篆刻创作的优劣之分，主要在于刀法精熟程度及

其对印式风格类型转换的精准、完美程度；如果生搬硬套书画艺术观念，盲目求新求变，往往少宜

多病、显得怪异。显然，印中求印阶段的篆刻发展状况决定了当时印品应有的观念和标准，而这些

印品观念和标准又反过来要求印人们高度重视篆刻的印式依据和刻印的刀法，以特定的刀法表达对

特定的印格的追求。

明代中后期，在篆刻“仿汉热潮”中，有人曾借鉴甚至完全套用早已高度成熟的书画艺术理

论及诗论、文论，为当时仍属新兴的篆刻艺术建立印品等级和标准，著名者如周应愿《印说》提出

“逸神妙能”四品，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这一现象说明，后起的篆刻艺术不能完全照搬书品、画

品，必须依据篆刻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自己的品评标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简《印章要论》

提出以刀笔关系为依据划分篆刻品第，强调“以刀法传笔法”，凸显书法在篆刻艺术中的核心地

位，这一印品观念开辟了篆刻艺术的印从书出道路。实际上，正是建立在朱简印品观念基础上的印

从书出，始终以提高篆隶书法水平、深入研究篆刻的刀笔关系为篆刻家的努力方向，不仅切实有效

地提高了印中求印的整体水平，而且将篆刻发展引向了更广阔的印外求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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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尚无专论总结近现代的印品观念和标准，但在长期的印外求印篆刻艺术实践中，与之相适

应的印品观念和标准已然存在。例如，篆刻家必须有自觉而独特的艺术审美观念；必须具有全面综

合而深厚的书画艺术修养和文学修养，并统摄于其特定的艺术审美观念之下；必须有其深入的印式

体验和特定的印式依据，并且有精熟的刀法表现能力；必须将其独特的艺术审美观念和书画艺术之

长落实为特定的印格追求，综合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的篆刻艺术形象。上

述从晚清、近现代印外求印卓有成就的篆刻家及其艺术追求中总结出来的理念，概括地说，就是与

印外求印相适应的印品三条标准：综合艺术修养及其高度，独特性追求及其深度，印化能力及其完

美程度。

这里涉及“印化”这一概念。所谓印化，是指无论印从书出、印从画出、印从图案设计出还是

印从审美理想的改变出，一切篆刻之外的元素带入篆刻创作，都必须充分考虑其是否适合印面，是

否适合篆刻艺术所特有的形式规定；亦即，一切谋求篆刻艺术创新的努力，都必须符合印式对篆刻

艺术的形式规定。这无疑是一个较为后起的概念，是到了印从书出，尤其是印外求印阶段，篆刻创

新出现游离于篆刻艺术形式规定之外的倾向，才提上印品高度的一条标准。印化观念植根于吾人的

印式经验，但又不等同于印中求印阶段视古印式为雷池，而是融合了宋元明清篆刻艺术史上一切合

理追求和成功经验，由此形成的篆刻艺术形式理念。因而，印化标准所要求的是，篆刻家不可将印

外求印与印中求印绝对对立起来，更不可将印外求印理解为对篆刻艺术形式规定的随意抛弃。完全

背离篆刻艺术形式规定的印外求印，可以是其他艺术形式，但绝不是篆刻艺术。

从印式规定到印化标准，印品的历史演变清楚地告诉我们，印品观念和与其相适应的篆刻创作

模式，其历史演进过程不是后者简单否定前者，而是扬弃前者，即都是在充分保留了前者的成果和

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不断增添新内容，不断拓展篆刻艺术的疆界，不断深化篆刻艺术的内涵，不断

提高篆刻艺术的表现力，不断加大篆刻创作的自由度。而无论如何变化，篆刻又必须坚守印式与印

化的基本规定和要求——这是篆刻作为独特的门类艺术的形式界定。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社员）


